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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援助与中国产品出口二元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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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使用 2000 ～ 2013 年 AidData 数据库中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BACI 数据库中的中国

对非产品出口数据、世界发展指数( WDI) 数据库中的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相关指标，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

数据中的非洲国家与中国投票相似度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

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且这样的促进作用是通过

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共同实现的。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改善非洲

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使中国对受援国产品出口显著上升。该结论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不但会提升非

洲国家人民的福利水平，也会促进中国的产品贸易; 对非援助实现了“双赢”局面，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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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中国对外援助( 2014) 》白皮书。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深南南合作，对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给予了大量的援助，推动这些国

家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对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援助

尤为引人注目。中国的对外援助支持非洲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中

国重点支持非洲国家促进农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设施，并在其他国家遭

遇重大灾害时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①截至 2009 年底，中国已经通过援助的方式帮助非洲受援国建

成两千多个与当地民众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成套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教、卫生、通信、电力、
能源、交通等多个领域，带动了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 王新影，2013) 。

在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推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这些援助客观上也占据了中国发展的一

些资金。因此，对中国对非援助是否在有利于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经济发

展进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可持续性和互利互惠性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数据并没有官方公开发布，仅仅在 2011 年和 2014 年由外交部发布过两次对

外援助白皮书，因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准确数据很难获得，也导致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研究大多数都是

理论或者定性研究( 杨鸿玺和陈开明，2010; 黄梅波和刘爱兰，2013; 熊青龙和黄梅波，2014; 任晓和郭小

琴，2016) ，很少有实证方面的研究。在本文使用的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媒体数据公布后，国内涌现了一

些关于中国对外援助与贸易的实证研究( 王迎新，2012; 熊青龙和黄梅波，2014; 朱丹丹和黄梅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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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兰等，2018) ，这些研究从中国对外援助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 王迎新，2012; 熊青龙和黄梅波，

2014; 刘爱兰等，2018) 、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对外贸易( 朱丹丹和黄梅波，2017 ) 、中国对外援助与欧

盟对外援助的区别( 刘爱兰等，2018) 等方面对中国对外援助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这些研究存

在两方面的不足: ( 1) 大多聚焦于受援国情况( 朱丹丹和黄梅波，2017 ) ，因此无助于理解中国对外援助

对中国贸易增长的影响; ( 2) 讨论中国对外援助对于中国贸易影响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国家水平角度对

中国对外援助与中国对受援国出口或者进口的关系进行考察，很少从产品水平对中国对外援助对中国

与受援国产品水平的贸易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无助于理解中国对外援助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或者进口

有什么差异性的影响。
本文考察中国对非援助是否能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及其作用机制。通过使用 AidData 数据库

2000 ～ 2013 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BACI 数据库中 HS6 分位中国对非出口数据、世界发展指数( WDI) 数

据库中的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相关指标，控制了引力模型变量如国家 GDP 和两国距离( 国家固定效应) 以

及出口目的国( 非洲各受援国) 的教育支出份额、健康支出比例、非洲国家的能源密度等变量的影响，实

证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产品出口的影响。进一步地，我们使用 Hummels 和 Klenow
( 2005) 以及施炳展( 2010) 关于二元边际的分解方法，将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的出口进行二元边际分解，

计算得到出口产品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在此基础上加入上文所介绍的控制变量对扩展边际和集约

边际分别进行回归，用来检验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的援助具体会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的出口造成怎样的

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援助对于中国产品的出口无论是在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上都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但对集约边际的影响相对来说更大一些。接着，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我们的研究

结果是稳健的。比如在回归中加入欧盟、日本还有美国的对非援助数据，我们发现欧盟对非援助和日本

对非援助均会显著减少中国对非产品出口，而美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总额没有显著影

响; 加入了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 GDP 的交互项去检验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非洲国家而言，中

国对非援助是否具有异质效应，结果发现中国对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非洲国家进行援助，会同时促

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增长; 把非洲受援国分为内陆国和沿海国，结果是中国对非

洲的援助额增加，均会使得非洲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向中国进口的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增加。为

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中的非洲各国与中国投票相似度数据作为工具变量，

我们认为投票相似度与中国是否援助该非洲国家以及援助金额的多少高度相关，但是并不直接影响中

国对非洲国家的产品出口，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后我们得到的结果依然稳健。最后，我们使用 WGI
数据库中的政府治理指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这种正向促进效应的传递机制进行

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会通过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会潜在改变非洲国家的营商

环境，从而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的增长。本文的结论意味着，中国对非援助在促进非洲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产品对非出口，从而实现了“互利共赢”。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贡献: 首先，本文的研究为援助与贸易的相关研究补充了中国情形的实证结

果。目前，国际上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对援助与贸易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Morrissey( 1991)

以及 Centre 和 Jepma( 1991) 对捆绑援助进行了研究，认为捆绑援助是贸易政策的工具，可以增加援助国

对受援国的商品出口。White( 1992) 的研究发现援助能够增加受援国的储蓄、投资和资本，使得受援国

经济增长，推进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贸易增长。Arvin 和 Baum( 1997) 认为援助国的援助会使得受援

国对援助国产生善意，从而增加援助国的出口。Calì 和 Velde( 2011) 利用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

现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援助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了援助国和受援国双边贸易的发展。Kruse 和 Mar-
tinezzarzoso( 2016) 使用 1988 ～ 2013 年 188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援助有可能会增加受援国

的进口。而其他对援助的研究则更多结合了贸易引力模型，如 Wagner( 2003) 以及 Johansson 和 P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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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2009) 的研究均发现援 助 与 援 助 国、受 援 国 的 出 口 呈 正 相 关 关 系。Suwa-Eisenmann 和 Verdier
( 2007) 则通过统计已有文献，探讨了援助和贸易之间的关系，认为援助会加强双边经济和政治联系进

而会影响贸易的增长。但这些研究都是以美国、日本或者欧盟国家对外援助为对象进行考察的，以中国

对外援助为对象考察的研究较少。
其次，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对外援助如何影响中国对受援国不同类型产品出口及其影响机

制。关于中国对外援助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或者是从理论或定性层面对此问题进行考察( 杨鸿玺和陈开

明，2010; 黄梅波和刘爱兰，2013; 熊青龙和黄梅波，2014; 任晓和郭小琴，2016 ) ，或者只是使用国家水平

的数据对此问题进行考察( 王迎新，2012; 熊青龙和黄梅波，2014; 朱丹丹和黄梅波，2017; 刘爱兰等，

2018) ，而很少从产品水平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考察。本文通过细致的实证设计，研究了中国对非援助对

于中国对受援国产品出口的影响，并对传导机制进行了检验，为中国对外援助与贸易这一领域的研究提

供了更细致的参考。
再次，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贸易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前，关于

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贸易关系的研究很少。王迎新( 2012 ) 通过对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援助数据和

贸易数据进行统计，发现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中非贸易的发展。朱丹丹和黄梅波( 2017) 采用非洲 16 个

受援国 2002 ～ 2011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中国对外援助能够显著增加受援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刘爱兰等

( 2018) 则以 2003 ～ 2013 年中国和欧盟对非洲 30 个国家的援助数据建立引力模型，以面板数据分析方

法对比研究了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的情况，表明双方的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相对于这些文

献，本文不仅实证检验援助对产品出口总额带来的影响，还对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进行了分解，进一步考

察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带来的影响及其差异。实证结果表明这样的影响在

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十分显著。而关于中国对非援助对产品出口二元

边际的影响至今尚无相关文献涉及，我们认为本文是首篇在产品层面上通过严谨定量分析考察中国对

非援助对于中国对受援国产品出口影响的学术文章。
最后，在现有关于中国对外援助与贸易的文献中，研究中国对外援助如何对中国对外贸易造成影响

的文献几乎没有，深度挖掘其传导机制的文献更少。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中国对非援助对于

中国对非贸易的影响机制传导进行了详细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

平，进而提高中国对非产品出口。这也是本文的重要边际贡献之一。

二、中国对非援助历程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舒运国，2010; 何先锋，2011) 。第一个阶段始于 20
世纪 50 代，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是为了支持非洲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运动。第二个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此时的中国正加大步伐开始国内的经济建设，因此对非援助也

朝着互利合作的方向发展。第三个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时期的中国对非援助有了

新的变化，对非援助的方式、内容和目的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20 世纪 50、60 年代以来，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非洲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

周恩来总理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访问非洲时，相继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

则”和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正式形成( 张珩，2010) 。从

那时起，“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开始成为了中国“对外援助思想”发展的基石( 黄梅波，2007; 常城

和李慧，2011)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很高。1956 ～ 1977 年

之间，中国共向 36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价值 25 亿美元的援助( 胡美，2014) 。此时，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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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经济意义很小，基本上是基于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援助是作为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而被执行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的反帝反殖( 何先锋，2011 ) 。虽然这

些援助对很多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当时中国的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

增大，造成了之后援助政策的变化。
1978 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根据国家的发

展情况进行了合理的调整，援助规模和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并且意识形态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逐渐减

弱，援助的经济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杨鸿玺和陈开明，2010 ) 。以引导发展为目的的中国对非援助模

式开始形成。在对外援助规模有所调整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一批效果好、影响大的

项目，比如毛里塔尼亚友谊港、尼日尔打井工程、喀麦隆格拉都水电站等( 毛小菁，2011 ) 。伴随着对外

援助，中国与很多非洲国家展开了大量的经济合作，双方的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时期中国

对非援助的形式比较单一，重点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援助，对非洲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较少。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开始越来越重视非洲受援国的能力建设问题，支持非洲国家促进农业发

展，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设施，并且帮助非洲受援国进行人才的培养以及适当转

移一些技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非双方决定在 21 世纪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

系，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从此以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每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都翻了一番。
2006 年为 50 亿美元的承诺，2009 年为 100 亿美元，2012 年为 200 亿美元( Strange 等，2013) 。2006 年 1
月 12 日，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发表第一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

发展状况，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2011 年和 2014 年中

国政府发布的两份《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显示，无论从受援国数量还是援助总量来看，非洲都是

接受中国援助最多的大陆。2015 年 12 月 4 日，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提到，

中国针对非洲国家急迫需求，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紧急和必要的援助并逐步增加援助规模。在 2015 年

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也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因此为了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非洲国家的发展，中国应该继续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促进非

洲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并且成为世界上

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南南合作的典范( 舒运国，2010) 。随着“一带一路”愿景的逐步实施以及十九大

的顺利召开，中国将进一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届时中国对于非洲的援助必将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因此，本文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对非援助不仅体现了新时代中国致力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会使得非洲国家受益，而且促进了中国的产品出口。

三、数据与指标测算

1． 数据来源及相关处理

本文主要使用了四类数据，即 AidData 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数据、BACI 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世界发

展指数( WDI) 数据和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使用实际的援助数据从实证方面测度对外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影响，而正

如上文文献梳理所言，目前对外援助相关研究的瓶颈就在于援助数据的可得性。由于中国官方没有公

布中国对外援助的具体数据，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中国对外援助的详细官方数据。在本文中，我们选

用了来自于 AidData 数据库中关于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的统计数据作为本文所使用的援助数据。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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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采用基于媒体的数据搜集方法( Media-Based Data Collection，MBDC) 建立了中国对外援助( 主要是

对非洲国家) 新的数据库。AidData 数据库是国际上研究援助问题的一个重要数据库，具有较高的可信

度。Knack 等( 2011) 和 Dreher 等( 2011) 均利用 AidData 数据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并得出了有效结论。
并且国内近年来的研究也开始使用该数据库，如刘爱兰等( 2018) 的研究。本文使用的 AidData 中国对

外援助数据库包括 2000 ～ 2013 年间接受中国援助的 45 个非洲受援国样本。
本文使用的贸易数据则主要来源于 BACI 双边贸易统计数据。我们截取了 2000 ～ 2013 年间中国出

口到非洲各国的 HS6 层面数据。接着利用 STATA 软件将贸易数据和援助数据进行匹配，得到本文使用

的基本数据库。而其他控制变量则主要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 WDI) 数据，由于非洲国家种种原因所致，

相应变量缺失严重，本文经过筛选，选取的变量均是缺失情况较少的指标。
本文所使用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①。数据库中有 2 个类别投票数

据( 1 =“是”或对问题的批准; 2 =“否”或针对问题的不同意见) 。本文使用的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

变量是使用以上两个类别投票数据的二元亲和性分数( Dyadic Affinity Score) 和投票相似指数( Voting
Similarity Index) 相结合计算出来的。亲和度数据值的范围从 － 1 ( 最不相似的兴趣) 到 1 ( 最相似的兴

趣) ，亲和度分数用“S”指标编码，“S”计算方法为 1 － 2x( d) /dmax，其中 d 是给定年份中投票国之间的度

量距离之和，并且 dmax是这些投票国的最大可能度量距离。投票相似指数等于两个国家都投赞成票的

次数除以两个国家都参与投票的次数。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其中，lnAid 表示中国对非洲受援国提供的援助金额的对数; ln-

Trade 表示中国向非洲各受援国出口额的对数; EM 和 IM 分别表示中国向非洲各受援国产品出口的扩

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最小值为负是因为我们为了避免被解释变量取值范围受限问

题，对它们进行了 logistic 变化，使它们的取值范围在正负无穷之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

AGLND、Education、Health、Energy 和 lngdp 分别是非洲受援国农业用地面积的对数、教育支出占 GNI 的

比例( 百分比) 、总的健康支出占 GDP 的比例( 百分比) 、基本能源密度( 消耗能源产生热量值的占比) 和

非洲受援国 GDP 方面的相关变量，作为我们在实证检验中的控制变量; Votes 则是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

中的投票相似度变量，作为我们在内生性检验中的工具变量; Governance 表示非洲国家政府治理指数，用

于最后的机制检验当中。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ear 726473 2008 3． 693 2000 2013

lnAid 726473 14． 89 7． 237 0 22． 28

lnTrade 726473 3． 675 2． 142 0 14． 94

EM 726473 0． 851 0． 857 － 2． 431 3． 515

IM 726473 － 1． 843 0． 589 － 4． 285 0． 678

AGLND 726473 11． 75 1． 857 2． 653 14． 13

Education 726473 3． 747 1． 531 0． 850 8． 221

Health 724652 5． 460 1． 904 1． 631 14． 39

Energy 726473 8． 012 6． 048 1． 669 43． 16

lngdp 724764 23． 64 1． 484 19． 13 26． 97

Votes 726473 54． 62 11． 61 1 78

Governance 701983 － 0． 580 0． 560 － 2． 384 0． 8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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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元边际的测算及其统计特征

Melitz( 2003) 提出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认为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实现

的。从贸易产品的角度来看，扩展边际主要表现为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而集约边际主要是现有出口产

品在数量上的增长。根据相关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发现企业出口二元

边际的差异，实质上是造成一国出口增长、出口方式乃至出口竞争力不同的重要因素; 其中比较一致的

发现是，相对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一国的高端出口能力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获

得能力( 张杰和郑文平，2015) 。在本文中，为了探究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出口的具体影

响，我们将中国对非出口进行二元边际分解，分析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出口总额、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

集约边际的关系。按照论文设计的预想，中国对非援助确实能够促进中国向非洲受援国出口的增加，并

且这种出口的增加不仅依靠集约边际的扩张，而且依赖于扩展边际的扩张。如果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的

产品出口只在集约边际上扩张，则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使得中国对受援国现有出口产品在数量上增加，是

一种“量变”; 如果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的产品出口在扩展边际上也发生了扩张，则说明中国对

非援助使得中国对受援国的出口产品种类增加，是一种“质变”，能够反映出中国对非出口在出口竞争

力和出口质量上都得到了提升①。
现有文献对二元边际的测算方法已经较为丰富和全面，就本文而言，主要采取 Hummels 和 Klenow

( 2005) 以及施炳展( 2010) 的测算方法。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定义产品的扩展边际:

EMci =
∑
j∈Jci

prijxrij

∑
j∈Jri

prijxrij
( 1)

c 和 r 分别代表中国和参考国，i 代表非洲进口国，Jri和 Jci分别表示参考国和中国向非洲 i 国出口产

品的集合，同施炳展( 2010) 的研究类似，本文的研究也是考虑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因此为了使

得 jci∈Jri，本文的参考国也为整个世界。就扩展边际的经济学含义来说，该指标表示了中国与世界出口

到非洲相同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比重，扩展边际越大，说明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种类越多。
在定义了扩展边际的基础上，我们接着定义产品的集约边际:

IMci =
∑
j∈Jci

pcijxcij

∑
j∈Jci

prijxrij
( 2)

在( 2) 式中，分子表示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总额，分母表示世界与中国均出口到非洲的相同产品

的出口总额。集约边际表示在重合的产品出口量中，中国出口到非洲占世界出口到非洲的比重，集约边

际越大，说明在相同的产品 j 上中国实现了更多的出口。
3． 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总额和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

根据相关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发现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差异，实质

上是造成一国出口增长、出口方式乃至出口竞争力不同的重要因素; 其中比较一致的发现是，相对于集

约边际，扩展边际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一国的高端出口能力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获得能力( 张杰和郑

文平，2015) 。在本文中，为了探究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出口的具体影响，我们将中国对非

出口进行二元边际分解，分析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出口总额、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关系。如

果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的产品出口只在集约边际上扩张，则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使得中国对受援国现有出

口产品在数量上增加，是一种“量变”; 如果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的产品出口在扩展边际上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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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里，我们通过一些图表去探究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总额和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包括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

口总额的关系、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扩展边际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关系、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集约边际以及现有产品

出口总额的关系。由于篇幅有限没有进行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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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扩张，则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使得中国对受援国的出口产品种类增加，是一种“质变”，能够反映出中

国对非出口在出口竞争力和出口质量上都得到了提升。
图 1 给出了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受援国出口总额的关系。根据图 1 可知，2000 ～ 2013 年中国

对非援助金额和中国对非出口总额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中国对非援助的增加可以促进中国

对非出口增加。因此可以说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

图 1 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总额的关系( 单位: 美元)

数据来源: 笔者自己计算。

为了直观地看出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我们首先计算出

2000 ～ 2013 年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的平均援助金额以及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的平均扩展边际和平均

集约边际。然后采用气泡图的形式，简单地作出了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的扩展边际

和集约边际的关系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扩展边际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关系( 单位: 美元)

数据来源: 笔者自己计算。

在图 2 左侧的图中，每一个气泡中的三个英文大写字母都表示一个非洲受援国的国家代码①。根

据这幅图可以看出，中国对非援助会增加中国向非洲受援国出口的产品种类。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出中

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出口的扩展边际影响幅度较大。这说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产品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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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在大幅度增加，可能是因为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非洲很多国家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需求在不断增

加，有更多的非洲国家选择从中国进口更加多样化的商品。
从图 2 右侧的图中可以看出，2000 ～ 2013 年间，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出口种类呈显著的正相

关性，即说明中国对非援助确实可以促进中国对非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这一结果验证了我们从图 2 左

侧图中得出的结论。并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对非出口竞争力的增加有利于中非贸易的发展。
在图 3 的左侧图中，气泡中的英文字母也表示非洲受援国的国家代码。通过图 3 左侧图可知，中国

对非援助使得中国向非洲受援国出口的现有商品的数量增加。并且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出，中国对非援

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幅度同样较大，说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的现有商品数

量的增幅较大。这可能是由于非洲受援国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制造业发展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

的零部件，使得非洲受援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不断扩大。

图 3 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集约边际以及现有产品出口总额的关系( 单位: 美元)

数据来源: 笔者自己计算。

在图 3 的右侧图中，我们首先找出 2000 年中国对非出口的所有产品种类作为中国对非出口的现有

产品，然后统计 2000 ～ 2013 年中国对非现有产品的出口总额，去探究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

国现有产品出口总额的关系。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出，中国对非援助会提高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现有产品

的出口总额，因此也验证了图 3 左侧图中中国对非援助促进了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集约边际扩张的

结论。
通过对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总额和出口二元边际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

国对非援助会显著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并且这样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共同实

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对非援助不仅使得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发生了“量变”，同时也使得

中国对非洲受援国出口发生了“质变”，中国对非援助促进了中国出口更多数量和种类的产品到非洲受

援国，有利于中国对非出口竞争力和出口能力的提升，推动了中非贸易的发展。

四、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了检验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影响，我们首先设定相应的计量模型并控制影响

中国对非援助的前定因素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因素。其次，我们对中国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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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边际进行分解，进一步考察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的深层影响。最后，在机制检验部分，我们

通过设定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相应影响的传导机制。具体而言，本文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lnTradeijt = β0 + β1 lnAidit + β2 lngdpit + Zitη + δt + γi + θ j + ε ( 3)

EMit = β0 + β1 lnAidit + β2 lngdpit + Zitη + δt + γi + θ j + ε ( 4)

IMit = β0 + β1 lnAidit + β2 lngdpit + Zitη + δt + γi + θ j + ε ( 5)

其中，lnTradeijt是中国 j 产品在第 t 年出口到非洲国家 i 的出口总额，lnAidit是第 t 年中国对非洲国家

i 的援助总额。根据引力模型，我们控制了会影响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相应变量，即非洲国家的国内

生产总值 lngdpit以及中国到非洲的距离( 既包括地理距离，也包括语言以及殖民史等非地理距离) ，其中

中国到非洲的距离由固定效应 γi 控制。此外，我们通过查阅《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确定了中国在

对非援助时是依据相应条件进行的，即“中国重点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农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改

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设施”。因此，Zitη 控制了一系列中国对非援助的前定变量，具体来说主要包

括: AGLND 为非洲国家农业用地面积取对数后的指标，主要控制非洲受援国的农业发展水平; Education
是非洲受援国教育支出占 GNI 的比例，用于控制相应国家的受教育水平; Health 为总的健康支出占 GDP
的比例，用于测度响应国家的医疗卫生水平; Energy 为基本能源密度; δt 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θ j 控制产品

层面固定效应，ε 为残差项。
2． 基准回归结果

( 1) 援助对贸易额的影响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贸易情况的影响，我们首先使用中非贸易额作为被解释

变量，并控制会影响中非贸易的一系列变量，分析中国对非援助对中非贸易额在总量上的影响。

表 2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额的影响

变量 ( 1) lnTrade ( 2) lnTrade ( 3) lnTrade ( 4) lnTrade ( 5) lnTrade

lnAid 0． 00305＊＊＊ 0． 00284＊＊＊ 0． 00297＊＊＊ 0． 00300＊＊＊ 0． 00300＊＊＊

( 0． 000308) ( 0． 000309) ( 0． 000309) ( 0． 000309) ( 0． 000310)

AGLND 0． 296＊＊＊ 0． 278＊＊＊ 0． 258＊＊＊ 0． 259＊＊＊

( 0． 0310) ( 0． 0310) ( 0． 0320) ( 0． 0321)

Education 0． 0530＊＊＊ 0． 0538＊＊＊ 0． 0539＊＊＊

( 0． 00366) ( 0． 00367) ( 0． 00374)

Health － 0． 00605＊＊ － 0． 00604＊＊

( 0． 00248) ( 0． 00248)

Energy 0． 000198

( 0． 00142)

lngdp 0． 388＊＊＊ 0． 384＊＊＊ 0． 391＊＊＊ 0． 392＊＊＊ 0． 392＊＊＊

( 0． 0105) ( 0． 0105) ( 0． 0105) ( 0． 0105) ( 0． 0113)

Observations 724675 724675 724675 724004 724004

Ｒ-squared 0． 467 0． 467 0． 467 0． 467 0． 467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 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表 2 第( 1) 列是使用控制引力模型变量如国家 GDP 以及两国地理距离等( 由国家固定效应控制)

后，中国对非洲援助金额与中国对非洲贸易量的关系，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总体来看，中国对非

援助每增加 1%，将会促进中非贸易额增长 0． 3%。在控制了出口目的国( 非洲各国) 的农业用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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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份额、健康支出比例、非洲国家的能源密度等变量后，这样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没有变化，并且系

数的变化很小。因此，我们的基准回归结果证明了中国对非援助确实会促进中国对受援国出口的增长，

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很多关于援助会促进援助国对受援国出口增长的研究( Wagner，2003; Johansson 和

Pettersson，2009; Kruse 和 Martinezzarzoso，2016; 刘爱兰等，2018) 。
此外，非洲国家 GDP 越高，农业、教育越发达，与中国的贸易就越多; 而医疗卫生水平越差，即健康

支出比例越高，与中国的贸易就越少。值得一提的是，在表 2 第( 5 ) 列我们发现，非洲国家的能源密度

虽然与中国对非的贸易量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与非洲国家是否有

丰富的能源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国际上有一些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与非洲不断加深关系的一个

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 Berthélemy 和 Claude( 2011) 的研究就认为中国

对非援助是因为非洲的许多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中国对非进行贸易、投资和援助的主要动力就是获取非

洲的资源，保证本国的资源安全。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中非贸易与非洲国家是否拥有丰富的资源并没

有关系，因此从侧面反驳了“中国掠夺非洲”“中国对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之类的观点。
( 2) 援助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分析

由于二元边际的取值范围在 0 ～ 1 之间，因此在计量回归中我们对其进行 logistic 变化，使其取值范

围在正负无穷之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表 3 汇报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出口扩展边际

的影响，表 4 主要分析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企业对非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

表 3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扩展边际的影响

变量 ( 1) EM ( 2) EM ( 3) EM ( 4) EM ( 5) EM

lnAid 0． 00233＊＊＊ 0． 00186＊＊＊ 0． 00185＊＊＊ 0． 00232＊＊＊ 0． 00211＊＊＊

( 8． 26e － 05) ( 8． 24e － 05) ( 8． 25e － 05) ( 8． 06e － 05) ( 8． 08e － 05)

AGLND 0． 673＊＊＊ 0． 675＊＊＊ 0． 287＊＊＊ 0． 267＊＊＊

( 0． 00828) ( 0． 00829) ( 0． 00835) ( 0． 00837)

Education － 0． 00515＊＊＊ 0． 0118＊＊＊ 0． 00605＊＊＊

( 0． 000976) ( 0． 000957) ( 0． 000974)

Health － 0． 122＊＊＊ － 0． 123＊＊＊

( 0． 000647) ( 0． 000647)

Energy － 0． 0114＊＊＊

( 0． 000369)

lngdp 0． 294＊＊＊ 0． 284＊＊＊ 0． 284＊＊＊ 0． 302＊＊＊ 0． 267＊＊＊

( 0． 00280) ( 0． 00279) ( 0． 00280) ( 0． 00273) ( 0． 00295)

Observations 724675 724675 724675 724004 724004

Ｒ-squared 0． 759 0． 761 0． 761 0． 771 0． 772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 3 第( 5) 列是控制了非洲各国农业用地情况、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情况、能源密集程度以及经济

发展状况后，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出口非洲的扩展边际影响，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出口扩展边际有

着强正相关关系，即中国对非援助增加会导致中国对非出口的扩展边际增加，中国企业会出口更多种类

的产品并且会出口到更多的非洲国家。总体来看，中国对非援助每增加 1%，将会促使中国对非出口的

扩展边际增长 0． 2%。并且，从表 3 可以看到，与中国对非贸易额情况类似，非洲国家 GDP 越高，农业、
教育越发达，越会对中国与非扩展边际带来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对于不同

种类的产品需求也就越高。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医疗卫生水平越差，即健康支出比例越高，越会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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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非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带来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医疗卫生水平低的国家往往是那些经济发展

水平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对于进口商品的种类要求较低。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国家的能源密度越高，

越会造成中国与非扩展边际下降。

表 4 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集约边际的影响

变量 ( 1) IM ( 2) IM ( 3) IM ( 4) IM ( 5) IM

lnAid 0． 00279＊＊＊ 0． 00299＊＊＊ 0． 00306＊＊＊ 0． 00295＊＊＊ 0． 00277＊＊＊

( 5． 49e － 05) ( 5． 49e － 05) ( 5． 49e － 05) ( 5． 48e － 05) ( 5． 49e － 05)

AGLND － 0． 288＊＊＊ － 0． 297＊＊＊ － 0． 212＊＊＊ － 0． 230＊＊＊

( 0． 00551) ( 0． 00551) ( 0． 00568) ( 0． 00569)

Education 0． 0247＊＊＊ 0． 0210＊＊＊ 0． 0160＊＊＊

( 0． 000649) ( 0． 000650) ( 0． 000662)

Health 0． 0266＊＊＊ 0． 0258＊＊＊

( 0． 000439) ( 0． 000439)

Energy － 0． 0100＊＊＊

( 0． 000250)

lngdp 0． 175＊＊＊ 0． 179＊＊＊ 0． 182＊＊＊ 0． 178＊＊＊ 0． 148＊＊＊

( 0． 00186) ( 0． 00186) ( 0． 00186) ( 0． 00186) ( 0． 00200)

Observations 724675 724675 724675 724004 724004

Ｒ-squared 0． 773 0． 774 0． 775 0． 775 0． 776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 4 展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出口非洲集约边际的影响，与扩展边际的情况一样，中国对非援助

与中国对非出口集约边际也有着强正相关关系，即中国对非援助增加，会导致中国对非出口的集约边际

增加，中国企业对非洲国家的出口量有显著增加。总体来看，中国对非援助每增加 1%，将会促使中国

对非出口的集约边际增长 0． 2%。并且，从表 4 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国家 GDP 越高，教育越发达，越会对

中国与非贸易集约边际带来正向影响; 而与中国对非贸易额和扩展边际不同的是，农业用地越多，越会

导致集约边际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农业用地多的国家能够保证自给自足，因此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较低;

健康支出比例越高，越会造成集约边际增加; 与扩展边际情况一样，非洲国家的能源密度越高，越会造成

中国与非集约边际下降。
3． 稳健性检验①

( 1) 控制不同国家援助的影响，检验中国援助的异质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得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首先控制了欧盟、日本、美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额对中国

产品出口到非洲带来的影响，重新检验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影响。其次，我们还加入了中国对非

援助与非洲国家 GDP 的交互项，检验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非洲国家而言，中国对非援助是否具有

异质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的第( 1) ～ ( 3) 列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非援助和日本对非援助均会显著减少中国对非产品

出口，而美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总额没有显著影响。控制了欧盟、日本、美国对非洲国

家的援助额后，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总额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系数变化很

小，说明我们的回归结果十分稳健。我们注意到，尽管欧盟对非援助使得中国对非产品出口总额显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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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以下稳健性检验外，我们还对非洲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进行了分组检验。另外，除基准回归之外的回归表格都未报告控制变量和 lngdp 变量的

回归结果。由于篇幅有限这些都没有进行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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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控制欧盟、日本、美国对非援助的影响以及中国援助的异质性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lnTrade EM IM lnTrade EM IM

lnAid 0． 00333＊＊＊ 0． 00173＊＊＊ 0． 00426＊＊＊ 0． 00296＊＊＊ 0． 00216＊＊＊ 0． 00293＊＊＊

( 0． 000335) ( 8． 61e － 05) ( 5． 91e － 05) ( 0． 000311) ( 8． 09e － 05) ( 5． 48e － 05)

lnEUaid － 0． 0376＊＊＊ 0． 0238＊＊＊ 0． 00468＊＊＊

( 0． 00370) ( 0． 000952) ( 0． 000654)

lnJPaid － 0． 0302＊＊＊ － 0． 0176＊＊＊ － 0． 0242＊＊＊

( 0． 00218) ( 0． 000562) ( 0． 000386)

lnUSaid 0． 00332 － 0． 0459＊＊＊ － 0． 0384＊＊＊

( 0． 00327) ( 0． 000841) ( 0． 000578)

lnAid × lngdp 0． 000550＊＊＊ － 0． 000613＊＊＊ － 0． 00219＊＊＊

( 0． 000185) ( 4． 83e － 05) ( 3． 27e － 05)

lngdp 0． 391＊＊＊ 0． 269＊＊＊ 0． 154＊＊＊

( 0． 0113) ( 0． 00295) ( 0． 00200)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644730 644730 644730 724004 724004 724004

Ｒ-squared 0． 467 0． 789 0． 765 0． 467 0． 772 0． 777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降，但是对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二元边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与之相对，日本与美国对非援助额

对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二元边际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对非洲援

助的模式不同。西方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更会附加政治条件，以改变或限制受援国的某些政

治行为及政策，从而影响受援国的发展进程与方向。而中国的援助则是更加注重受援国的发展建设，并

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总体而言，控制了不同国家的援助额后，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

的总额度、产品的扩展边际、集约边际显著性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并且系数变化不大。
表 5 第( 4) 列 lnAid × lngdp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非洲受援国的 GDP 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好，中国

对其援助增加会使得中国产品对非出口额增长得越多。也就是说，从贸易总额的层面上来看，中国对非

洲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进行援助，更会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总额的增长。梁明和田伊霖

( 2014) 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非洲的十大伙伴国与非洲 GDP 总量排在前列的国家基本相同，这与我们研

究得出的结论相吻合。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对非出口二元边际的情况，表 5 第( 5 ) 列和第( 6 ) 列中，

lnAid × lngdp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如果非洲受援国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中国对其援助增加越会促进中国

对非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增加，也越会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增加。也就是说，从出口二元

边际的层面上来看，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援助，会同时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增长。
( 2) 援助对不同区位非洲国家的影响

白家骆( 1988) 认为沿海国家的交通更为便利，更有利于贸易; 内陆国家环境闭塞，不利于其经贸的

发展。因此在此处，我们将非洲国家按照是否沿海分为内陆国家和沿海国家，以进一步研究不同区位和

地理优势条件下中国对非援助带来的不同效应。
表 6 第( 1) 列和第( 2) 列显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对内陆非洲国家和沿海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产品总

额的边际效应。具体来说，对于非洲内陆国家而言，中国对其增加援助数额对中国向其出口产品总额在

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影响，但从系数的符号上看，仍旧是正向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的援助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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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援助对内陆和沿海非洲国家的不同影响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lnTrade( 内陆) lnTrade( 沿海) EM( 内陆) EM( 沿海) IM( 内陆) IM( 沿海)

lnAid 0． 000144 0． 00322＊＊＊ 0． 0113＊＊＊ 0． 00257＊＊＊ 0． 00497＊＊＊ 0． 00272＊＊＊

( 0． 00115) ( 0． 000324) ( 0． 000272) ( 8． 29e － 05) ( 0． 000181) ( 5． 71e － 05)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39553 584157 139553 584157 139553 584157

Ｒ-squared 0． 425 0． 486 0． 814 0． 786 0． 821 0． 786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非洲内陆地区贸易的影响非常小。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大部分是通过海洋运输进

行的，而非洲内陆国家在建立运输系统方面面临种种挑战，如港口承载能力不足、口岸和海关放行延误、
依赖过境转运、繁琐的海关程序等，这对其对外贸易发展非常不利，使得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联系相

对而言不是很紧密。因此，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内陆受援国出口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
而对于非洲沿海国家而言，lnAid 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中国援助数额增加，非洲沿海国家将

会显著增加从中国的产品进口，并且平均意义上来看，援助额每增加 1%，非洲沿海国家从中国进口的

产品总额将会增加 0． 3%。这可能是因为非洲的沿海受援国有着便利的海运港口，便于与中国加强贸

易联系，因此相比于内陆地区，中国的援助对非洲的沿海受援国贸易影响更显著。
表 6 第( 3) ～ ( 6) 列显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对内陆非洲国家和沿海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二元

边际回归结果。就产品二元边际来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额增加会使得非洲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向中

国进口的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增加。
4． 内生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促进中国对非出口产品总额，并且对产品的二元边际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援助对贸易来说并非严格外生，正如前文所提的捆绑援助的情形。尽管中国对非援

助始终秉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强人所难的原则，我们认为依然有必要解决援助

与贸易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利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作为援助的工具变量，对模型结果

进行重新检验。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与援助额有着较高的相关程度，而与产品贸易没有直

接的影响关系，换句话说，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只会通过援助额对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

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是一个相对较为外生的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内生性检验: 以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为工具变量

变量 ( 1) lnTrade ( 2) EM ( 3) IM

lnAid 0． 0239＊＊＊ ( 0． 00353) 0． 00966＊＊＊ ( 0． 00120) 0． 0199＊＊＊ ( 0． 000852)

Control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701111 701111 701111

Ｒ-squared 0． 245 0． 540 0． 366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 7 的第( 1) 、( 2) 、( 3) 列分别展示了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为工具变量后的结果。显然，使

用工具变量法后，中国对非援助依然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总额，并且也依然对产品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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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系数有所增大。综合基准回归结果和表 7 的回归结

果来看，援助对产品出口的效应是显著且稳健的。
在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的时候，第一阶段的 F 检验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 即第

一阶段的被解释变量) 不相关，因此 F 值越大，越容易拒绝原假设，通常在检验中认为 F ＜ 10 时不能拒

绝原假设。而表 7 的第( 1) 、( 2) 、( 3) 列在内生性检验第一阶段的 F 值都是 4227． 62，远远大于 10，证明

了工具变量有且仅有通过内生变量影响因变量。因此我们的工具变量( 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 是一

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为了进一步查看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对工具变量( 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 和内生变量( 中国

对非援助额) 的相关性以及相关程度进行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由于本文的内生变量仅有一

个，工具变量也只有一个，因此无需做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 1% 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通过

了识别不足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值为 3154． 657，远远大于 10%偏误下的临界值 16． 38，表明本文选定

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五、机制分析

经过上文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我们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提高中国对非产品出口，并且

这样的正向促进效应十分稳健。在本部分，我们通过设定中介效应模型，验证这种正向促进效应的传递

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中国对非援助将会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会潜在改变非洲国家

的营商环境，从而促进中国对非产品出口的增长。为了测度非洲国家的政治治理水平，我们使用了世界

银行 WGI 数据库中的治理指数。WGI 治理指数数据中一共包含 6 个相关的指数，分别是政府的效率、
监管质量、控制腐败的能力、政治稳定性和是否存在暴力或恐怖主义、法治水平、言论自由和问责制。为

了得到综合的信息，在本文中我们把这 6 项指标进行加总，然后取算数平均作为我们测度非洲国家政府

治理指数的指标。徐小红( 2014) 认为，受援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和腐败程度对其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并且可以影响受援国对于援助资金的分配。因此在这里我们使用了政府治理指数作为机制变量，研

究中国援助是否可以通过改善受援国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会潜在改变非洲国家的营商环境，从而促进

中国对非产品出口的增长。具体而言，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 ) 的分步检验法，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如下:

lnTradeijt = β10 + β11 lnAidit + β12 lngdpit + Zitη + δt + γi + θ j + ε ( 6)

lnGovernanceit = β20 + β21 lnAidit + β22 lngdpit + Zitη + δt + γi + θ j + ε ( 7)

lnTradeijt = β30 + β31 lnAidit + β32Governanceit + β33 lngdpit + Zitη + δt + γi + θ j + ε ( 8)

依据分步检验法的相应步骤，首先我们检验 β11 是否显著，保证对外援助确实会对产品出口产生显

著影响。接着，在 β11显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 β21以及 β32的显著性，最后检验 β31的显著性。若 β31不显

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在本文中的含义即是中国对非援助必然会完全影响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

平，再通过改变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来影响产品贸易。若 β31显著，并且 β21 × β32与 β31符号相同，则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意味着中国对非援助会通过影响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来影响产品贸易。
类似地，我们将产品二元边际的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为和上述模型一致，只不过是将 lnTradeijt变量变

为 EMit或 IMit，由于系数含义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由表 8 我们可以看到，β11 显著为正，β31 显著，并且 β21 × β32

与 β31符号相同，也就是说，对外援助对产品贸易的传导机制检验通过，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改善非洲国

家的政府治理水平，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提高后，会显著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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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机制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lnTrade Governance lnTrade EM Governance EM IM Governance IM

lnAid 0． 00300＊＊＊ 0． 00146＊＊＊ 0． 00236＊＊＊ 0． 00211＊＊＊ 0． 00146＊＊＊ 0． 00263＊＊＊ 0． 00277＊＊＊ 0． 00146＊＊＊ 0． 00193＊＊＊

( 0． 000310) ( 2． 11e － 05) ( 0． 000319) ( 8． 08e － 05) ( 2． 11e － 05) ( 8． 30e － 05) ( 5． 49e － 05) ( 2． 11e － 05) ( 5． 58e － 05)

Governance 0． 289＊＊＊ 0． 360＊＊＊ 0． 294＊＊＊

( 0． 0181) ( 0． 00471) ( 0． 00317)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724004 699514 699514 724004 699514 699514 724004 699514 699514

Ｒ-squared 0． 467 0． 965 0． 471 0． 772 0． 965 0． 768 0． 776 0． 965 0． 781

Fixed effec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与建议

由本文的实证检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并且这样的促进

作用不仅出现在产品总出口额层面，在进行产品二元边际分解后，这样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显著，中国

对非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共同实现的。该结论说明，中

国对非援助不但会提升非洲国家人民的福利水平，也会促进中国的产品贸易; 对非援助不但实现了“双

赢”局面，而且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对中国向非洲国家产品出口的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进行对比，我们发现集约边际的系数相较

于拓展边际的系数更大一些。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对非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

中国在对非出口时，尽管近年来的出口量总体上升，但我们仍应注意提升产品的出口层次，积极响应国

家的政策号召，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
通过机制检验我们发现，中国对非援助首先会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中国出口到

非洲的产品贸易情况。该结论蕴含了中国对非援助将会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而非像一些国外研究得

出的中国援助会加重非洲国家腐败水平的结论。
因此，在中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实现双边合作共赢的情况。但是在新时期，

中国也应该充分考虑到非洲国家经济规模差异的实际情况以及非洲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在转变援助

方式的同时，深化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出口到非洲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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